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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经济效应，但却忽视了伴随而来的

其他效应。 本文从组织身份的视角重点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与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之间的

关系，认为国际化带来了企业身份意识的转变，促使它们通过改善社会责任表现克服新兴

者劣势；同时，制度逆差、政治关联、冗余资源在国际化程度与社会责任关系中发挥调节作

用。 对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结果总体上验证了上述研究假

设。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独资模式和技术寻求型国际化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
制度逆差、政治关联和冗余资源的调节效果因国际化进入模式和动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随着国际化的深入，企业更加注重非公益社会责任的改善。 本研究既有助于全面评价我

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效，同时对于如何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也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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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加深，
也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对外投资大国。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

高达 ２４􀆰 ８％ ，位居世界前列。 ２０１９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近 ２􀆰 １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量

的 ６％ 。
中国企业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 和 Ｈｉｌｌ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８［１］；Ｂｕｃｋｌｅｙ 等，

２０１８［２］）。 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同，中国跨国公司大多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特定优势，它们将

国际化作为响应政府激励政策的结果、摆脱国内制度约束的工具或者学习和获得稀缺战略资源的

“跳板”，国际化步伐往往是快速和跳跃式的（Ｌｕｏ 和 Ｔｕｎｇ，２００７） ［３］。 那么，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带来

了怎样的影响？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化对于经济增长（孔群喜等，２０１９） ［４］、逆向技术溢出

（赵伟等，２００６） ［５］、经营绩效（杨忠和张骁，２００９） ［６］以及生产率（蒋冠宏等，２０１３） ［７］ 等的影响。 但

是需要指出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应包括社会绩效等其他效应。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范围内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日渐高涨，企业也

越来越重视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处。 然而，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令人担忧，有关企业失德行

为的报道常常见诸媒体。 ２０１８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显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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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股上市公司 ＥＳＧ 关键指标披露率为 ９􀆰 ４％ ，社会责任平均得分为 ３４􀆰 ４，有近 ４０％的企业得分低

于 ２０。
因此，如何驱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引起学界和实践界的热烈讨论。 现有文献从经济动机、政治

动机和利他动机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 经济动机观强调社会责任是一种获利手段，履行社会责

任能够提升品牌形象、获得声誉资本，最终提高经营绩效；政治动机观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遵

从外部压力、降低获取关键资源风险的活动；利他动机观则基于道德伦理的视角，认为履行社会责

任是企业不求回报将资源回馈社会、体现好公民形象的行为（Ｇｏｄｆｒｅｙ，２００５［８］；山立威等，２００８［９］；
张建君，２０１３［１０］）。 虽然已有研究从多个视角分析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前置因素，但大多是基于

封闭条件的考察，很少结合我国日益开放的现实背景。 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迈出国门、
融入全球价值链，国际化改善了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吗？ 如果是，国际化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社会责任

行为？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评价“走出去”战略的综合成效，并且能为我国企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借鉴。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组织身份的视角来考察国际化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 社会认同

理论认为，身份是个体地位的标识，社会身份认同是个体根据被感知的社会群体或类别来定义自己

的过程（Ｇｏｅｔｔｅ 等，２００６［１１］；Ｔａｊｆｅｌ，１９８２［１２］）。 本文认为，当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其社会身份

发生了转变，不可避免地面临身份认同不足问题。 在充分了解与新身份相关的规则、规范和信念之

后，跨国公司将会响应国际市场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借此消除身份认同不足困

扰，克服新兴者劣势（Ｐａｎｔ 和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２０１２［１３］；Ｍａｄｈｏｋ 和 Ｋｅｙｈａｎｉ，２０１２［１４］ ）。 此外，由于外

部环境压力和内部资源丰裕程度会影响企业做出群体同构行为的动机和能力 （ Ｃｈｅｎ 和 Ｌｉ，
２００９） ［１５］，本研究同时探讨了制度逆差、政治关联以及冗余资源在企业国际化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调

节作用。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聚焦于国际化的社会责任效应，拓展了对

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的研究，并提供了中国背景下的微观证据；第二，基于社会认同理

论，构建了一个国际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的理论模型；第三，扩大了对于国际化绩效的情境条

件的考察范围，不仅包括我国和东道国的制度距离，还包括在中国社会重要的政治关系和企业资源

等内部因素；第四，对国际化进入方式和动机以及不同类型社会责任承担的差异性分析，为理解企

业非市场策略动因和行为进行了有益探索，从而扩展和丰富了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理论、社会认同理

论、合法性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成果。

二、 文献回顾

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扩张活动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中国为代

表的新兴市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是为了规避母国制度环境的限制，在国际市场上寻求新技术、新
资源，实现价值增值和对竞争对手的赶超（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 和 Ｈｉｌｌ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８［１］；Ｌｕｏ 和 Ｔｕｎｇ，２００７［３］ ）。
然而，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因其特殊的“出生地”，在国际化扩张过程中面临着独特的挑战———新

兴者劣势，即国际市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所持有的刻板印象（Ｍａｄｈｏｋ
和 Ｋｅｙｈａｎｉ，２０１２） ［１４］。 这种“理所当然”的偏见和歧视势必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并对企业的经

营成败提出严峻挑战。
近年来，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不断涌现。 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了

国际化的经济效应：一是从宏观的视角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多数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方式、技术进步、母国就业以及资源错配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孔群

喜等，２０１９［４］；赵伟等（２００６） ［５］；白俊红和刘宇英，２０１８［１６］；李磊等，２０１６［１７］）。 二是以制度理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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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基础理论、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探讨国际化对企业微观绩效的影响，普遍认为跨国投资为企业在

更大范围内搜寻和获取异质性资源带来了机遇，有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Ｃｕｉ 和 Ｘｕ
（２０１９） ［１８］的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多元化的策略，丰富了企业

获取战略资源的渠道，促进了盈利能力的提升；杨忠和张骁（２００９） ［６］ 对江苏省制造业企业的调查

发现，国际化广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蒋冠宏等（２０１３） ［７］ 的研究则证实了技术研

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在地理上的分散会带来沟通

协调困难、管理效率低下等经营成本的增加，从而对企业绩效的提升造成阻碍（范建亭和刘勇，
２０１８） ［１９］。

一般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社会责任发展的主要动力（Ｇｕｇｌｅｒ 和 Ｓｈｉ，２００９） ［２０］，
然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虽然在本国拥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但是它们往往根据东道国对环境保

护、劳工权益等的重视程度选择社会责任策略，以求在全球整合和当地响应两种压力之间取得平

衡，国际多元化在使跨国公司“变好”的同时，也会使它们“变坏” （Ｓｔｒｉｋｅ 等，２００６） ［２１］。 Ａｔｔｉｇ 等

（２０１６） ［２２］对 ３０４０ 家美国企业的研究显示，国际化与社会责任存在正向关系，东道国的法律法规越

完善，国际化对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Ｂｒａｍｍｅｒ 等（２００９） ［２３］对英国企业的研究却发现两者

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只有当东道国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标准时，国际化才能促进跨国企业社会责

任的承担。 Ｓｕｒｒｏｃａ 等（２０１３） ［２４］发现，母国利益相关者对社会责任的期望越高，跨国公司向子公司

转移不负责任实践的可能性越大。
新兴经济体企业成长于制度缺失的母国环境，社会责任意识和认知水平不高，国际化后它们的

社会责任表现如何呢？ Ｚｙｇｌｉｄ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２０１６） ［２５］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的大型跨

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对外投资对社会责任承担有着促进作用；但 Ｌｉｕ 等（２０１８） ［２６］认为，跨国公

司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高，在本国履行公益性社会责任的程度越低。 在少数专门针对中国企

业的研究中，Ｃｈｅｕｎｇ 等（２０１５） ［２７］检验了国际化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但仅使用了 ２００７ 年上市

公司的截面调研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王全景（２０１８） ［２８］ 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法分析了海外并购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并购仅仅是企业对外投资的一种

方式；吴剑峰和乔璐（２０１８） ［２９］从并购前、并购中和并购后三个阶段分析了跨国并购中的社会责任

问题，但仅提出了一个解释性的框架，并未进行具体验证。
总体而言，目前有关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对象，主要考察它们在

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虽具有较强的责任理念，但它们往往依据子公司所

在地政府和民间机构的监管力度相机抉择社会责任水平。 由于国际化动机、制度背景等的差异，从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得出的研究结论和分析框架未必适用于新兴经济体企业。 就中国企业的研究而

言，已有的研究多聚焦于国际化的经济效应，对国际化的社会责任效应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对其

中内在机理和实际效应的探讨还存在很大空间。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习惯性地根据一些特征将自己归入某一社会群体，进而产生一种个体

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知觉，在建立群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之上感知自己所属群体成员应具备的资格，
并通过所属群体的规范来界定自己的适当行为（Ｔａｊｆｅｌ，１９８２） ［１２］。 社会类化和社会比较是形成社

会认同的两个重要阶段（Ｓｔｅｔｓ 和 Ｂｕｒｋｅ，２０００） ［３０］。 社会认同首先包括主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即
个体在对外界的人、事、物进行归类的基础上，感知群体之间的属性差异，并将自己归于某个特定的

群体之中，从主观上形成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 在自我归类的基础上，个体会进行社会比较，区
分自己所属群体的优势，感知所属群体成员应具备的资格，并采取符合社会身份的适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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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ｅｔｔｅ 等，２００６） ［１１］。 简单地说，社会认同使个体形成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对特定群体的身份

认知，回答了“我是谁”以及“我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社会认同理论强调，身份认同具有社会属性，由于主体所属的特定社会群体定义了群内成员普

遍认同的行为准则，身份转变引致的身份认同不足将激励行为主体以组织成员的身份重新定义自

我，进而改变社会偏好和行为模式（Ｓｔｅｔｓ 和 Ｂｕｒｋｅ，２０００） ［３０］。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２００１） ［３１］ 指出，员工的思维

模式和行为方式等都会随着个体工作身份的转变而变化。 周泽将等（２０１９） ［３２］的研究发现，与创业

型民营企业相比，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会通过更多的非生产性慈善捐赠活动来为自己提供有效的

法律保护，籍此缓解身份不足问题。 因此，身份转变会带来自我意识的重构，企业一旦形成新的身

份知觉后，将会依据群内特征构建自我概念，并以群体规范来界定自我行为，改变原有的行为偏好，
以获得社会接受。 Ｆｉｓｈｅｒ 等（２０１６） ［３３］指出，当一个组织满足具有某种身份的典型特征时，它被认

为获得了合法性和积极的社会认同。 按照这个逻辑，进入世界市场的企业由本土企业变成了跨国

公司，伴随身份改变而来的是合法性身份不足问题，导致它们有动力通过转变身份意识和行为方式

寻求积极的身份认同。
１．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

国际化是企业利用国际市场的增长机会和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合理配置资源，进而提升企业价

值和竞争力的战略。 迈上世界经济舞台的企业由本土企业变成了跨国公司，但这种社会身份的转

变会给企业带来突出的身份认同不足问题，即组织身份（“我是谁”）与组织形象（“他们认为我是

谁”）不一致。 身份认同不足源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所面临的新兴者劣势（Ｍａｄｈｏｋ 和 Ｋｅｙｈａｎｉ，
２０１２） ［１４］，是导致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面临独特挑战的主要原因。 第一，新兴市场企业融入世界经

济的起步较晚，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缺乏资源、能力和全球业务管理技能；不仅如此，“能力错位”
也是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劣势之一，即它们在特殊的母国制度环境下培育的核心能力，如
“低成本竞争战略”“依靠良好的政企关系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等，与在国际市场成功经营所需的

能力不匹配（杨勃和刘娟，２０２０） ［３４］。 第二，许多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由于母国制度不完善的负面归

因，经常被贴上“产品低端”“技术落后”“治理不善”的标签，使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新兴经济体

企业抱有消极的负面评价（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 等，２０１６） ［３５］。 第三，声誉是跨国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的重

要资源。 早先进入国际市场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凭借强大的资源和能力、先进的管理模式，自带

“品牌光环”“责任光环”，相比之下中国跨国企业的品牌声誉和品牌形象则逊色得多，很难赢得东

道国社会的认同和认可（汪涛等，２０１８［３６］；刘建丽和刘瑞明，２０２０［３７］）。
由于合法性是组织被承认、认可和接受的程度，组织获得身份认同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自身合

法性的过程之一（Ｐｅｎｇ 和 Ｂｅａｍｉｓｈ，２０１９） ［３８］。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组织身份在赋予主体身份意义

的同时，强调他人的评价和反馈，身份认同不足的企业会主动寻求各种途径和方法来维持和提高身

份认同（Ｓｔｅｔｓ 和 Ｂｕｒｋｅ，２０００） ［３０］。 跨国公司是在多国制度嵌入的环境下经营，不仅需要面对母国

利益相关者，还需要对国际市场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予以高度关注（Ｅｄｍａｎ，２０１６） ［３９］。 由于全球利

益相关者对于企业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抱有较高期望，这激励具有身份意识的跨国公司主动将国内

环境和国际环境脱钩，改变社会责任策略和行为，向全球利益相关者呼吁的社会责任标准看齐，展
现负责任的形象。 企业向国际市场传递具有良好道德标准、可信赖的信号，能够削弱东道国利益相

关者的既有印象，并有助于加入东道国合法化的组织群体。 Ｆｉａｓｃｈｉ 等（２０１７） ［４０］ 建议，新兴市场跨

国公司可以将社会责任视为一种修补来源国劣势的策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与国际市场的利益攸

关方对话，证明自身具有优秀企业的“品行”。 此外，身份认同理论还强调个体形成社会偏好是出

于对自尊的需要。 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注重在国际上的形象，跨国企业身

份所带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励它们向高水平企业看齐，并做出积极改变。 正如一些学者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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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会主动提高责任意识，并依据全球化的社会责任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徐二明和郑平，２００６） ［４１］。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与本土企业相比，国际化企业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
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可见度越来越高，它们的身份认同不足问题

也会被进一步放大。 首先，国际化程度越高的跨国公司，海外资产的承诺越高，嵌入海外环境的程

度也越深，这意味着它们越来越受到全球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社会公众对跨国公司的关注和质疑也

会随之增加，这将促使企业进一步增进社会责任表现，最大限度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偏好，争
取赢得各利益相关方的认同（Ａｔｔｉｇ 等，２０１６） ［２２］。 其次，文化、制度等的差异导致不同国家对于社

会责任问题关注的重点不同，国际化程度影响跨国公司需要面对的具有不同标准的社会公众的数

量，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企业越需要在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来自东道国的客户、投资者、
债权人、员工、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诉求（Ｋａｎｇ，２０１３） ［４２］。 再次，声誉具有传染

效应，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并经传播将会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受声誉

缺失负向溢出的风险越高（Ｆｉａｓｃｈｉ 等，２０１７） ［４０］。 例如，２０１０ 年由于涉嫌财务造假，１９ 家在美上市

的中国企业被停牌或摘牌，导致对中国概念公司的信任危机；２０１６ 年阿里巴巴因平台售假被 ＩＡＣＣ
除名，在国际资本市场遭遇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信任风险。 Ｚｙｇｌｉｄ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２０１６） ［２５］ 认为，跨
国公司在一个国家的经营活动会影响它在其他国家的声誉和形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有效缓解

负面声誉所带来的影响；Ｗａｎｇ 和 Ｌｉ（２０１９） ［４３］也指出，跨国公司的声誉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声誉

受损可能会导致利益相关方信任的崩塌，并对企业未来的经营活动产生消极的光环效应。 此外，合
法身份认同不足问题对跨国公司的影响是持续的，企业需要不断重申对合法性的承诺才能避免合

法性缺失带来的不利影响，赢得利益相关方更大的支持和认同。 Ｍａｒａｎｏ 等（２０１７） ［４４］指出，以负责

任的态度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主流商业实践，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企业越会将这种责

任理念融入管理认知，并付诸行动。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ｂ：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
２．制度逆差与国际化的社会责任绩效

新兴者劣势是导致跨国公司合法身份认同不足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先天劣势所带来的组织身

份合法性缺失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距密切相关。 制度是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或社

会规范。 新古典制度理论认为，制度约束了社会成员之间交往的行为，形成了跨国公司需要面对的

群体规则。 只有遵从制度的指引和约束，组织或个人才能获取在新环境运营的合法性（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８） ［４５］。 企业获取合法性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改变外部环境；二是主动适应外部环境。 然而，
跨国公司作为外来者，很难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或社会规范来获得合法性，那么增强身份意识，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释放出合法合规的信号，不仅能够有效回应制度压力，还能获得利益相关者更为积

极的评价和反馈。
尽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但由于不同国家在规范、规则、认知上

的差异，进入不同东道国的跨国公司所遇到的制度压力也不尽相同。 当东道国制度环境优于母国

制度环境时形成制度逆差，相反，若东道国制度环境劣于母国制度环境则形成制度顺差。 处于制度

逆差的跨国企业面临的身份认同不足问题更加突出。 一方面，跨国公司因产生和成长于母国的制

度环境中而带有明显的来源国特征，当企业处于制度逆差时，意味着母国存在着政府效率低下、监
管不力、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现象，东道国各方会将这种由于制度缺失而形成的消极印象转移到跨国

公司身上，导致身份认同不足的问题被强化。 Ｍａｒａｎｏ 等（２０１７） ［４４］ 指出，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认

为，来自治理水平薄弱国家的跨国公司会将母国体制上的弊端，例如商业腐败、官僚化的组织结构、
不透明的管理惯例等，外溢到海外业务中，因此会对这些企业持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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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一般拥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标准，这些标准对企业形成了较强的

约束力。 在全球范围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正在成为一种规范（Ｇｕｇｌｅｒ 和 Ｓｈｉ，２００９） ［２０］。 对于处于

制度逆差的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来说，由于先天携带的母国制度不完善的烙印，更容易遭遇社会责任

壁垒，所面临的社会责任压力更高。 同时，良好的制度环境，例如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的监督体系

等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有效监督提供了机

会。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制度情景合理选择战略安排，做出恰当的符合东道国社会规范的行为，既
是增强身份意识的需要，同时也是获得合法性的主要手段之一。 相较而言，当处于制度顺差时，母
国具有比较制度优势，具有身份意识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合法性障碍则小得多（汪涛等，２０１８） ［３６］。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制度逆差越大，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３．政治关联与国际化的社会责任绩效

组织身份是东道国利益相关者评价跨国公司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政治关

联赋予企业的潜在政治身份使得它们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更大的身份合法性挑战。 一方面，政治关

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组织嵌入母国政治环境的程度，在东道国政府和社会公众眼中，与政府存在关

联的跨国公司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组织，常常扮演着某种政治角色。 对于企业身份的误解和偏见，使
得利益相关者对其投资的真实目的产生怀疑和担忧，因此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将面临更高的合法

性障碍（Ｌｉ 等，２０１８） ［４６］。 另一方面，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不少见。 政治关联

能够帮助企业在国内获得资源、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但国际利益相关者据此认为拥有政治关联的企

业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可能会采取一些不公正的竞争手段，引致公众形成对政治关联企业的

消极印象。 杜晓君等（２０１５） ［４７］发现，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常常因其潜在政治身份被东道国

利益相关者诟病。
与母国政府的政治联系容易触发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政治敏感性，使得企业面临着更加严重

的身份认同不足问题，因此跨国公司必须采取有效策略摆脱这种社会联系带来的约束。 作为一种

非市场性策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有效抵减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印象（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 ［４８］。 首先，承担社会责任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 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起负责任的企

业形象，为企业淡化原先的政治身份、摘掉负面标签、塑造新形象提供了充足时间和回旋余地。 其

次，承担社会责任能够起到“桥接”的作用。 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向东道国政府、监管部门和社会公

众等传递更多的正面信息，增进东道国利益相关方对企业更深层次的了解，推动它们的态度向着有

利于企业发展的方向转变，消除原先对于潜在政治身份的曲解，进而获得广泛的认可与接受。 此

外，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社会声誉和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形象，能
够激发社会公众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期望，维持良好形象的内在动力会驱动企业关注社会问

题，并积极响应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做出与身份相符的行为。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４．冗余资源与国际化的社会责任绩效

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公司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获得积极的身份认同需要企业持续不断的资源投

入。 冗余资源是能够帮助企业适应内部调整压力和外部环境变化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１９８１） ［４９］。 组织理论认为，冗余资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解决内部资源冲突、缓解外部环境冲击、维
持企业经营发展、为实施新战略提供可利用的资源四个方面（Ｖｏｓｓ 等，２００８） ［５０］。 冗余资源包含未

吸收的冗余资源和已吸收的冗余资源两种类型，由于两种资源在性质上的差异，影响着企业所能提

供的对于社会责任活动的投入，因此它们在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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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吸收的冗余资源是指尚未投入组织程序或生产经营中，具有高自由配置特征的资源。 企业

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常常会因其外来者身份以及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制度差异而遭遇合法

性障碍，积极响应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帮助企业获得社会认同。 然而，作为组织

资源配置和战略决策的活动之一，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丰富的内部资源作为保障。 当未吸收的冗余

资源较少时，可支配的资源相对匮乏，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去从事社会责任活动。 换句话说，
资源差异是影响企业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只有当跨国公司掌握的未吸收的冗余资源较多时，才有

能力将“闲置”资源投入到社会责任领域，以应对身份转变带来的挑战。 Ｘｕ 等（２０１５） ［５１］ 认为，资
源是企业各种战略得以实施的前提，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优劣取决于所掌握的冗余资源的丰裕程

度；Ｓｃｈｕｌｅｒ 和 Ｃｏｒｄｉｎｇ（２００６） ［５２］也发现，由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较高，只有冗余资源较多的企业

才有能力参与解决社会问题。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ａ：未吸收的冗余资源越多，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已吸收的冗余资源是指已经被企业内化吸收用于特定用途，并且不易被重新转化利用的资源。

由于委托代理双方利益目标的不一致，冗余资源对整个企业而言意味着浪费和低效。 Ｔａｎ 和 Ｐｅｎｇ
（２００３） ［５３］指出，能够对企业产生积极作用的主要是未吸收的冗余资源，而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的则

是已吸收的冗余资源。 已吸收的冗余资源会导致成本的增加，当已吸收的冗余资源较多时，跨国公

司可能会将关注点聚焦于效率的改进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忽视对社会责任问题的关注。 同时，
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范围和标准也不断上升，但是由于已吸收的冗余资源

运行成本高、灵活性和流动性差，很难为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支持。 有的研究发现，相比未

吸收的冗余资源，已吸收的冗余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改善的作用并不明显（肖红军和李井林，
２０１８） ［５４］。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ｂ：已吸收的冗余资源越少，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四、 研究设计

１．样本和数据

本研究选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选择 ２０１０ 年作为时间起点是

因为 ２００８ 年国资委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指导意见》，要求国有企业按照相

关规定披露社会责任相关信息；２００９ 年，监管部门强制要求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进入正规披露阶段。 本研究剔除了 ＳＴ 公司、ＳＴ∗公司、ＡＢ 股和 ＡＨ
股交叉上市的公司、借壳上市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大于 １００％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公司，以及按

三位代码分类企业数量不足 ５ 家的行业中的公司。 样本数据来自国泰安（ＣＳＭＡＲ）和万得（ＷＩＮＤ）
数据库。

与出口等方式相比，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化的高级形式。 样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主要

从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以及上市公司年报中获得。 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机
构）名录》提供了在商务部备案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信息，包括境外子公司名称、业务范围、
投资核准日期等。 为确保数据准确和完整，本研究首先根据上市公司的年报，手工收集企业的对外

投资信息，然后按照境外投资企业名称将公司年报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匹配对照和

补充，从而得到上市公司完整的对外投资数据。 由于流向避税天堂的对外投资很可能是往返投资，
本文剔除了流向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等地的对外投资项目。

经过上述合并和筛选处理之后，本研究得到了两个非平衡面板数据集：一个是包含 ７５１０ 个企

业—年份观测值的全样本企业数据集；另一个是包含 ３７７９ 个企业—年份观测值的国际化企业数

据集。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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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变量和测量

（１）因变量。 本研究采用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来测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ＣＳＲ），
该评分依据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和财务报告，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

益责任、环境责任和公益责任五个方面进行评价，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刘柏和

卢家锐，２０１８） ［５５］。
（２）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两个：一个是国际化决策（ Ｉ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反映企业是否进行

国际化，如果企业 ｉ 在 ｔ 年有海外子公司的为 １，否则取 ０；另一个是国际化程度（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用企

业当年存续的海外子公司数表示。
（３）调节变量。 制度逆差（ ＩＤ）反映东道国制度环境优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程度。 母国和东道

国制度环境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ＷＧＩ），包含话语权和责任、政治稳定

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律法规以及腐败控制六个方面。 由于企业可能在多个东道国拥有海

外子公司，因此采用制度环境得分高于我国的东道国的子公司数量占海外子公司总数的比例来

测量。
参照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１） ［５６］的做法，用董事会成员有无政治背景来衡量政治关联（ＰＣ）。 政治背景

主要指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曾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任职。 本研究从上市公司高管个人

特征数据库获取高管人员的背景资料，据此确定企业是否拥有政治关联。
冗余资源分为未吸收的冗余资源（ＡＳ）和已吸收的冗余资源（ＲＳ）两类。 采用现金储备占总资

产的比例来测量未吸收的冗余资源（Ｘｕ 等，２０１５） ［５１］，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为未来经营活动储

备的现金资产越充沛，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资源越多；用费用收入比来测量已吸收的冗余资源（肖红

军和李井林，２０１８） ［５４］，该指标反映已内化于企业体系的冗余资源。
（４）控制变量。 本研究设置了以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Ａｇｅ），以企业存续年限的对数表示；企

业规模（Ｓｉｚｅ），以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性质（ＳＯＥ），若企业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政府及

政府单位，取值 １，否则取 ０；股权集中度（Ｔｏｐ），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计算；两职合一（Ｄｕａｌ），董
事长兼任总经理时取 １，否则取 ０；独立董事规模（ Ｉｄｎ），用独立董事人数来测量；企业生产率

（ＴＦＰ），用索罗余值法计算①；营销比例（Ｍａｒｋｅｔ），为企业每年营销支出占总资产的比例；人均产出

（Ｐｏｕｔ），用总产出与员工人数之比的对数测量；无形资产比例（ Ｉｎｔａｇ），为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

例；固定资产比例（Ｆｉｘ），为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存货周转率（Ｔｕｒｎ），用销售成本与平均存货

的比率测量；市盈率（ＰＥ），用每股市价与每股盈余的比率测量；行业集中度（ＨＨＩ），用赫芬达尔指

数衡量；行业盈利能力（ ＩＲＯＥ），用行业净资产报酬率衡量。 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行业和时间

趋势。
３．模型和方法

（１）内生处理模型。 对于企业国际化决策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假设 Ｈ１ａ）的检验，理想的做法是

比较同一家企业在不同决策下的社会责任水平，但在现实中无法观测到某一时点上同一家企业在

不同决策状态下的社会责任水平，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解决上述问题。 具体地，将样本

分为处理组（国际化企业）和对照组（非国际化企业），用 ＣＳＲ１
ｉ，ｔ表示国际化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的社会责

任水平，用 ＣＳＲ０
ｉ，ｔ表示国际化企业 ｉ 如果不进行国际化在第 ｔ 年的潜在社会责任水平（反事实表

现），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ＥＴ）可以表示为：
ＡＴＥＴ ＝ Ｅ（ＣＳＲ１ ｉ，ｔ ｜ Ｉ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ｔ ＝ １） － Ｅ（ＣＳＲ０ ｉ，ｔ ｜ Ｉ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ｔ ＝ １） （１）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的国际化决策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换言之，企业是否进行国际化并不是随

４３

潘　 镇，杨　 柳，殷华方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社会责任效应研究

① 企业生产率的计算过程中的投入指标为固定资产增加值、企业员工总数；产出指标为净利润。



机的，采用 ＯＬＳ 无法得到国际化决策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效应的一致估计量。 内生处理效应模型

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工具，该方法一方面将处理模型的残差纳入结果模型中来控制内生性问题；另一

方面基于协变量的回归结果分别估计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潜在观察结果（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０） ［５７］。 因

此，本研究使用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矫正选择偏差，进而得到国际化决策的处理效应。
（２）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 在检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假设 Ｈ１ｂ）以及制度逆

差、政治关联、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假设 Ｈ２ ～ 假设 Ｈ４）时，本研究以国际化企业为研究样本。 考

虑到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来进行分析。 具体而言，在第一阶

段，用广义估计模型（ＧＥＥ）来估计国际化决策方程①。 特别地，第一阶段的工具变量需满足排他性

限制，即工具变量与企业是否国际化相关，但与第二阶段的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无

关。 本研究选取同一省份企业的平均国际化程度作为工具变量。 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同一

省份企业的平均国际化程度对第一阶段的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但与 ＣＳＲ 的相关系数并不高，
仅为 － ０􀆰 ０４７。 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估计中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 ＩＭＲ）加入到以 ＣＳＲ 为被解

释变量的模型中进行估计。
为了克服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截面相关、时序相关以及异方差问题，采用 Ｄ⁃Ｋ（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

标准误方法进行估计。 另外，将所有自变量滞后一期以避免潜在的反向因果。
本研究采用模型（２）来检验假设 Ｈ１ｂ，采用模型（３）来检验假设 Ｈ２ ～假设 Ｈ４：

ＣＳＲ ｉ，ｔ ＝ β０ ＋ β１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ｉ，ｔ －１ ＋ ∑４

ｋ ＝ １
βｋ＋１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ｋｉ，ｔ －１ ＋ ∑１５

ｊ ＝ １
β ｊ ＋５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ｉ，ｔ －１

＋ ＩＭＲ ＋ 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 ＋ Ｉｎｄｕｓｒｙｄｕｍｍｙ ＋ εｉ，ｔ －１ （２）

ＣＳＲ ｉ，ｔ ＝ β０ ＋ β１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ｉ，ｔ －１ ＋ ∑４

ｋ ＝ １
βｋ＋１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ｋｉ，ｔ －１ ＋ ∑４

ｒ ＝ １
βｒ＋５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ｉ，ｔ －１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ｋｉ，ｔ －１ ＋ ∑１５

ｊ ＝ １
β ｊ ＋９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ｉ，ｔ －１

＋ ＩＭＲ ＋ 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 ＋ Ｉｎｄｕｓｒｙｄｕｍｍｙ ＋ εｉ，ｔ －１ （３）
　 　 其中， ｉ， ｔ 分别代表企业、年份，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 ｋｉ，ｔ － １ 为调节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ｊｉ，ｔ － １ 为控制变量，
Ｙｅａｒｄｕｍｍ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ｕｍｍｙ 分别表示年份和行业虚拟变量，εｉ，ｔ － １为随机干扰项。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１ 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Ｐａｎｅｌ Ａ 是全部企业样本，Ｐａｎｅｌ Ｂ 是国际化企业样

本）。 国际化企业样本 ＣＳＲ 的均值（２４􀆰 ３３）高于全样本 ＣＳＲ 的均值（２３􀆰 ８２）；两个样本 ＣＳＲ 的标准

差均大于 １５，说明企业间的社会责任表现差异明显。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的均值为 ３􀆰 ２１，标准差为 ３􀆰 ３９，表
明不同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有较大差异。 另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０􀆰 ５②；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的均值为 ２，最高值为 ７􀆰 ６，低于 １０ 的临界值，因此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
２．假设检验

本研究首先对国际化企业与非国际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进行差异检验。 表 ２ 表明，无论是

社会责任的均值还是中位数，国际化企业均高于非国际化企业，差异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这初步

表明，国际化企业拥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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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ｅｃｋｍａｎ 第一阶段估计使用 ＧＥＥ 模型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ＧＥＥ 不要求因变量服从正态分布；第二，ＧＥＥ 提供了多种

组内相关结构来匹配不同的数据结构，结果比普通的面板估计模型更为稳健。
限于篇幅，未报告各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备索。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ａｎｌｅｌ Ａ：全样本 Ｐａｎｌｅｌ Ｂ：国际化企业样本

ＣＳＲ ２３􀆰 ８１７ １５􀆰 ８０３ － ３􀆰 ７２０ ７４􀆰 ２８０ ＣＳＲ ２４􀆰 ３３０ １５􀆰 ６７２ － ３􀆰 ７２０ ７４􀆰 ２８０
Ｉ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０􀆰 ５０１ ０􀆰 ５００ ０ １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３􀆰 ２１２ ３􀆰 ３８６ １ １６􀆰 ０００

ＩＤＤ ０􀆰 ３２８ ０􀆰 ４６５ ０ １ ＩＤＤ ０􀆰 ７４１ ０􀆰 ４２８ ０ １
ＰＣ ０􀆰 ７０１ ０􀆰 ４５８ ０ １ ＰＣ ０􀆰 ６７１ ０􀆰 ４７０ ０ １
ＡＳ ０􀆰 １７１ ０􀆰 １１４ ０􀆰 ０１７ ０􀆰 ６０９ ＡＳ ０􀆰 １６７ ０􀆰 １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６０９
ＲＳ ０􀆰 ０８６ ０􀆰 ０９４ ０ ０􀆰 ８００ ＲＳ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１ ０􀆰 ７３０
Ａｇｅ ２􀆰 ６９７ ０􀆰 ３６７ １􀆰 ３８６ ３􀆰 ３６７ Ａｇｅ ２􀆰 ６８９ ０􀆰 ３８０ １􀆰 ３８６ ３􀆰 ３６７
Ｓｉｚｅ ２１􀆰 ９７２ １􀆰 ００２ １９􀆰 ５９８ ２４􀆰 ８４３ Ｓｉｚｅ ２２􀆰 ２２４ ０􀆰 ９９４ １９􀆰 ５９８ ２４􀆰 ８４３
ＳＯＥ ０􀆰 ２７６ ０􀆰 ４４７ ０ １ ＳＯＥ ０􀆰 ２１１ ０􀆰 ４０８ ０ １
Ｔｏｐ ５６􀆰 ５３７ １４􀆰 １１２ ２１􀆰 ８９０ ９３􀆰 ０２０ Ｔｏｐ ５７􀆰 １１１ １４􀆰 ３３７ ２１􀆰 ８９０ ９２􀆰 ７４０
Ｄｕａｌ ０􀆰 ２９１ ０􀆰 ４５４ ０ １ Ｄｕａｌ ０􀆰 ３２９ ０􀆰 ４７０ ０ １
Ｉｄｎ ３􀆰 １４３ ０􀆰 ５２１ ２􀆰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Ｉｄｎ ３􀆰 １５３ ０􀆰 ５３３ ２􀆰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ＴＦＰ － ０􀆰 ０６８ ０􀆰 ５３２ － １􀆰 ４３６ １􀆰 ４０８ ＴＦＰ ０􀆰 ００３ ０􀆰 ５２３ － １􀆰 ４３６ １􀆰 ４０８
Ｍａｒｋｅｔ １􀆰 ３５８ ２􀆰 ８７３ ０ １７􀆰 ０１７ Ｍａｒｋｅｔ １􀆰 １８９ ２􀆰 ５５７ ０ １７􀆰 ０１７
Ｐｏｕｔ １１􀆰 ０５０ １􀆰 １０９ ７􀆰 ６８０ １３􀆰 ５７０ Ｐｏｕｔ １１􀆰 １０７ １􀆰 ０８６ ７􀆰 ６８０ １３􀆰 ５７０
Ｉｎｔａｇ ４􀆰 ７００ ３􀆰 ５１１ ０􀆰 ０１５ ２１􀆰 ３３２ Ｉｎｔａｇ ４􀆰 ６２５ ３􀆰 ４０８ ０􀆰 ０１５ ２１􀆰 ３３２
Ｆｉｘ ０􀆰 ２３８ ０􀆰 １３３ ０􀆰 ０１６ ０􀆰 ６３９ Ｆｉｘ ０􀆰 ２２７ ０􀆰 １２７ ０􀆰 ０１６ ０􀆰 ６３９
Ｔｕｒｎ ３􀆰 ８４０ ２􀆰 ８８６ ０􀆰 ３０３ １７􀆰 ５７３ Ｔｕｒｎ ３􀆰 ９５１ ２􀆰 ７５８ ０􀆰 ３０３ １７􀆰 ５７３
ＰＥ ０􀆰 ９１２ １􀆰 ６１７ ０􀆰 ０７９ １２􀆰 ０３６ ＰＥ ０􀆰 ８２７ １􀆰 ５２０ ０􀆰 ０７９ １２􀆰 ０３６
ＨＨＩ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５ ０􀆰 ５３２ ＨＨＩ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５ ０􀆰 ５３２
ＩＲＯＥ ０􀆰 ０８６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２６ ０􀆰 ２１５ ＩＲＯＥ ０􀆰 ０８２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２６ ０􀆰 ２１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２ 国际化企业与非国际化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差异

变量
国际化企业 非国际化企业 均值差异检验 中值差异检验

观测值 均值 中值 观测值 均值 中值 差异值 Ｐ 值 差异值 Ｐ 值

ＣＳＲ ３７６１ ２４􀆰 ３３８ ２１􀆰 ５５０ ３７４９ ２３􀆰 ２９４ ２０􀆰 ３４０ １􀆰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１􀆰 ２１０ ０􀆰 ００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３ 显示了基于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ＥＴ）显著为正，表
明如果处理组企业未进行国际化，其社会责任平均水平为 １８􀆰 ３５１，而当企业进行国际化后，它们的

社会责任平均水平将提高 ５􀆰 ９８８，提高幅度约为 ３３％ ；同样地，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Ｅ）也在 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 由此可见，相对于非国际化企业，国际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更高，因此假设 Ｈ１ａ得

到验证。
表 ３ 国际化决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平均处理效应 系数 标准误

ＡＴＥＴ ５􀆰 ９８８∗∗∗ ２􀆰 ００１

ＰＯＭ１ １８􀆰 ３５１∗∗∗ １􀆰 ９７６

ＡＴＥ ９􀆰 ００１∗∗∗ １􀆰 ５８９

ＰＯＭ２ ２０􀆰 ８１８∗∗∗ １􀆰 ０１３

　 　 注：∗∗∗表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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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的模型 １ ～模型 ７ 显示了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的估计结果①。 假设 Ｈ１ｂ提出，国际化程度越高的

企业，其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 模型 ２ 的结果显示，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β ＝ ０􀆰 ２３１，ｐ ＜ ０􀆰 ０１），从而证实了假设 Ｈ１ｂ。
表 ４ 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０􀆰 ２３１∗∗∗

（０􀆰 ０７６）
－ ０􀆰 １３７
（０􀆰 １００）

－ ０􀆰 ２４７∗

（０􀆰 １４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７０）
０􀆰 ３２６∗∗∗

（０􀆰 １０１）
－ ０􀆰 ８４７∗∗

（０􀆰 ３３６）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ＩＤ
０􀆰 ６１７∗∗∗

（０􀆰 １７２）
０􀆰 ６０９∗∗∗

（０􀆰 １４６）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ＰＣ
０􀆰 ５７８∗∗

（０􀆰 ２３９）
０􀆰 ６２７∗∗∗

（０􀆰 ２２５）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ＡＳ
１􀆰 ３３３∗∗∗

（０􀆰 ４０２）
１􀆰 ５５８∗∗∗

（０􀆰 ３７４）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ＲＳ
－ １􀆰 ２４２∗∗

（０􀆰 ５６５）
－ ０􀆰 ８９１
（０􀆰 ７４６）

ＩＤ
１􀆰 ８６２∗∗∗

（０􀆰 ６５５）
１􀆰 ５４７∗∗

（０􀆰 ６４１）
０􀆰 ８６３

（０􀆰 ５２５）
１􀆰 ５２８∗∗

（０􀆰 ６３１）
１􀆰 ４６１∗∗

（０􀆰 ６００）
１􀆰 ５４３∗∗

（０􀆰 ６４２）
０􀆰 ７５０

（０􀆰 ４９９）

ＰＣ
１􀆰 １０６∗∗∗

（０􀆰 １８６）
１􀆰 １３０∗∗∗

（０􀆰 １８３）
１􀆰 １８５∗∗∗

（０􀆰 １７１）
－ ０􀆰 ５１０
（０􀆰 ６４３）

１􀆰 １７６∗∗∗

（０􀆰 １８４）
１􀆰 １１３∗∗∗

（０􀆰 １８０）
－ ０􀆰 ５５４
（０􀆰 ５８０）

ＡＳ
３􀆰 ７０３∗∗

（１􀆰 ８５５）
３􀆰 ３８７∗

（１􀆰 ８２８）
３􀆰 ５１５∗

（１􀆰 ８０３）
３􀆰 ５７４∗

（１􀆰 ８６１）
０􀆰 ４０８

（２􀆰 １３４）
３􀆰 ３２７∗

（１􀆰 ８０６）
０􀆰 １９１

（１􀆰 ９４０）

ＲＳ
－ ５􀆰 ２５０
（４􀆰 ０６８）

－ ５􀆰 ９３９
（４􀆰 ０６４）

－ ５􀆰 ９５９
（４􀆰 ００３）

－ ５􀆰 ９６３
（４􀆰 ２１１）

－ ５􀆰 ８７６
（４􀆰 ０３９）

－ ３􀆰 ０４５
（４􀆰 ６１０）

－ ３􀆰 ８３５
（４􀆰 ６９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Ｆ ３８􀆰 ７２６∗∗∗ ４１􀆰 ７９６∗∗∗ ４０􀆰 ７０４∗∗∗ ３４􀆰 ３２２∗∗∗ ７７􀆰 ３８９∗∗∗ ４９􀆰 １２９∗∗∗ ８２􀆰 ３１６∗∗∗

Ｒ２ ０􀆰 ２７９ ０􀆰 ２８１ ０􀆰 ２８４ ０􀆰 ２８３ ０􀆰 ２８２ ０􀆰 ２８１ ０􀆰 ２８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Ｄ⁃Ｋ 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模型 ３ ～模型 ６ 显示了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 在模型 ３ 中，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ＩＤ 的系数为正，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β ＝ ０􀆰 ６１７，ｐ ＜ ０􀆰 ０１）；图 １ 中高制度逆差线的斜率（β ＝ ０􀆰 ５６４，ｐ ＜ ０􀆰 ０１）大于低

制度逆差线的斜率（β ＝ － ０􀆰 ００５，ｐ ＞ ０􀆰 １），表明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进一步提高了国际化的社

会责任绩效。 在模型 ４ 中，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ＰＣ 的系数显著为正（β ＝ ０􀆰 ５７８，ｐ ＜ ０􀆰 ０５）；图 ２ 中政治关联

企业线的斜率（β ＝ ０􀆰 ３３１，ｐ ＜ ０􀆰 ０１）大于无政治关联企业线的斜率（β ＝ － ０􀆰 ２４７，ｐ ＞ ０􀆰 １），说明政

治关联强化了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在模型 ５ 中，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ＡＳ 的系数为正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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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未列出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备索。



过了显著性检验（β ＝ １􀆰 ３３３，ｐ ＜ ０􀆰 ０１）；图 ３ 中高未吸收冗余资源的直线的斜率更大（β ＝ ０􀆰 ４１７，
ｐ ＜ ０􀆰 ０１ ｖｓ􀆰 β ＝ ０􀆰 ０８６，ｐ ＞ ０􀆰 １），表明未吸收的冗余资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资源支持，增强

了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 在模型 ６ 中，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ＲＳ 的系数显著为负（β ＝
－ １􀆰 ２４２，ｐ ＜ ０􀆰 ０５）；图 ４ 中低已吸收冗余资源的直线更为陡峭（β ＝ ０􀆰 ３３０，ｐ ＜ ０􀆰 ０１ ｖｓ􀆰 β ＝ ０􀆰 １２７，
ｐ ＞ ０􀆰 １０），说明由于已吸收的冗余资源重新恢复到企业可利用状态的成本较高，抑制了国际化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作用。 在包含所有交互项的饱和模型 ７ 中，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ＲＳ 的系数的显著性

虽有所降低，但依然为负（β ＝ － ０􀆰 ８９１，ｐ ＞ ０􀆰 １０）。 综合以上结果，假设 Ｈ２ ～ 假设 Ｈ４ａ得到验证，假
设 Ｈ４ｂ得到部分验证。

　 　 图 １　 制度逆差的调节作用　 　 　 　 　 　 　 　 　 　 　 图 ２　 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图 ３　 未吸收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　 　 　 　 　 　 　 　 图 ４　 已吸收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

注：连续变量的高低水平分别为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３．稳健性检验

（１）反向因果检验。 本研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来检验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

关系是否严格单向。 表 ５ 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ＰＶＡＲ）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化程度对企业

社会责任水平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国际化程度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单向因果关系支持了本文的观点，即国际化带来了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

企业海外扩张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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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格兰杰因果检验

方程 因果关系 Ｃｈｉ２ Ｐ 值

ＣＳＲ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是 ＣＳＲ 的格兰杰原因 ３􀆰 ６３３ ０􀆰 ０５７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ＣＳＲ 不是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３１２ ０􀆰 ２５２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内生性处理①。 为了避免由于核心解释变量内生性造成的估计偏误，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最

小二乘法（２ＳＬＳ）进行处理。 借鉴 Ｃｈｅｕｎｇ 等（２０１５） ［２７］等的做法，选取上市公司所在地距离最近港

口的距离作为国际化程度的工具变量。 对工具变量回归进行统计检查，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

量的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为 ３２􀆰 ６０１，高于临界值 １６􀆰 ３８，表明不存在不

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 ６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估计结果与表 ４ 的基本一致。
本研究还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ＰＳＭ）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偏误。 将国际化企业作为处理组、非国

际化企业作为控制组，将处理组企业海外子公司数从低到高划分为四个区间，使用多项式 Ｌｏｇｉｔ
（Ｍｌｏｇｉｔ）模型预测倾向得分，并根据该得分采用 １ ∶ １ 最近邻匹配法在每个区间内进行配对。 匹配结果

满足了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衡性假设。 表 ６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显示了估计结果，结果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表 ６ 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 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３􀆰 ０１２∗∗∗

（０􀆰 ５６３）
－ ０􀆰 ５９７
（０􀆰 ８８４）

０􀆰 ５９３∗∗∗

（０􀆰 ２０１）
－ １􀆰 ２１２∗

（０􀆰 ６４３）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ＩＤ
２􀆰 ４９２∗∗∗

（０􀆰 ６８１）
１􀆰 ２３３∗∗∗

（０􀆰 ４５７）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ＰＣ
１􀆰 ６６０∗∗∗

（０􀆰 ５５４）
１􀆰 ０９２∗∗

（０􀆰 ４６２）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ＡＳ
５􀆰 ８００∗∗

（２􀆰 ５２３）
１􀆰 ９８９∗∗

（０􀆰 ８３７）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ＲＳ
－ ７􀆰 ６５６∗∗

（３􀆰 ６８５）
－ ４􀆰 ６４８
（２􀆰 ９９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７８９ ２７８９ ２８７０ ２８７０

Ｆ １２􀆰 ６８０∗∗∗ ４􀆰 ７２６∗∗∗ １４􀆰 ５６８∗∗∗ ９４􀆰 ０２９∗∗∗

Ｒ２ ０􀆰 ３０９ ０􀆰 ３１４ ０􀆰 ２８５ ０􀆰 ２８９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Ｄ⁃Ｋ 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更换测量指标。 ①用 ＣＳＲ 评价等级替代 ＣＳＲ 评分②；②用 ＩＣＲＧ 的国家政治风险的法律

与秩序指标作为制度环境的衡量指标，重新计算制度逆差；③由于董事长和总经理构成了我国企业

最基本的高管团队，用董事长或总经理有无政治背景来测量政治关联；④用流动比率的年度变化作

为测量未吸收的冗余资源的替代指标；⑤用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衡量已吸收的冗余资源。
检验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的结果与之前的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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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没有列出表 ６ 和表 ７ 中控制变量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备索。
和讯网的 ＣＳＲ 评级从高到低分为 Ａ、Ｂ、Ｃ、Ｄ、Ｅ 五个等级，本研究采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表 ７ 更换测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改变被解释变量测量方法 改变调节变量测量方法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３０）
－ ０􀆰 ８９６∗

（０􀆰 ４８１）
－ ０􀆰 ２２９∗∗

（０􀆰 ０９８）
０􀆰 ２３５∗∗∗

（０􀆰 ０７９）
０􀆰 ２７７∗∗∗

（０􀆰 ０９４）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ＩＤ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１）
１􀆰 １６５∗∗

（０􀆰 ５６９）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ＰＣ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３）
０􀆰 ５３８∗∗∗

（０􀆰 １８７）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ＡＳ
０􀆰 １６０∗

（０􀆰 ０８４）
３􀆰 ０２４∗∗∗

（０􀆰 ４８５）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ＲＳ
－ ０􀆰 ０１６
（０􀆰 １１７）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６ ３７７６ ３７６３ ３７７７

Ｃｈｉ２ ／ Ｆ ８７２􀆰 ８４６∗∗∗ ８８５􀆰 ６０２∗∗∗ ５１􀆰 １２３∗∗∗ ３５􀆰 ４３０∗∗∗ ４０􀆰 ４０１∗∗∗ ２４２􀆰 ７３３∗∗∗

Ｒ２ ０􀆰 ２０７ ０􀆰 ２１０ ０􀆰 ２８２ ０􀆰 ２８４ ０􀆰 ２８０ ０􀆰 ２８２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Ｄ⁃Ｋ 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４）其他稳健性检验。 一是由于国际化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因此将自变量滞后

两期再次进行检验。 二是由于某些行业对企业社会责任比较敏感，因此参考刘柏和卢家锐

（２０１８） ［５５］等的做法，根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将采掘业、食品行业、重污染行业列为社

会责任敏感行业①，重新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六、 进一步分析

１．进入模式的异质性

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股权投资模式可以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 不同的进入模式不仅代表

了不同的资源承诺、风险水平和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力，同时也形成了组织所属社会群体的分类规

则（Ｇｏｅｔｔｅ 等，２００６） ［１１］。 一方面，为了形成对海外子公司的实质性控制，选择独资进入方式的企业

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相比之下，由两家或多家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合资企业则面临着较低的资源

承诺水平；另一方面，风险分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的所有权比例，较低的所有权控制能够

降低投资风险。 Ｍｕｓｔｅｅｎ 等（２００９） ［５８］ 指出，较低的初始资源承诺水平能够降低沉没成本、增加灵

活性，进而降低风险。 此外，由于进入模式的不同，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在获得东道国当地信息的

便利性、准确性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一般来说，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合资方已经拥有相对成熟

的经营实体，它们可以借助合作伙伴已有的经营资源和商业网络来满足和应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因此提升社会责任表现的动机不强。 相反，由于对东道国市场环境的陌生和不熟悉，独资企业必须

独立应对各利益相关方的要求。 Ｄｉｋｏｖａ 和 Ｖａｎ Ｗｉｔｔｅｌｏｏｓｔｕｉｊｎ（２００７） ［５９］ 认为，由于没有合作伙伴的

辅助，独资企业获得东道国合法性更加困难，它们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构建当地商业

网络。 因此，本文推测，在独资模式下，国际化对社会责任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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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以往研究，本研究以 ９５％作为区分合资模式与独资模式的分界点。 表 ８ 显示了不同进入

模式下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的结果显示，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在独资模式下的

系数显著为正（β ＝ ０􀆰 ２６７，ｐ ＜ ０􀆰 ０５），在合资模式下的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 β ＝ ０􀆰 １３６，ｐ ＞
０􀆰 １），意味着独资企业更加注重履行社会责任来获得社会认同。 制度逆差的调节作用在独资进入

模式和合资进入模式下并没有明显差异，可见无论选择哪种进入模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

责任决策的影响都很明显。 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在独资模式下显著为正，但在合资模式下并不显

著。 在合资模式下，跨国公司可以利用东道国合资方的关系网络和其他资源适应当地环境，应对当

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压力；同时由于政治关联是跨国公司拥有的一种母国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

能够与东道国合资方的本地资源形成互补。 未吸收冗余资源的调节效应在独资模式下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表明未吸收的冗余资源能够为具有较高资源承诺的独资企业提供必要支持。
表 ８ 进入模式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独资模式 合资模式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０􀆰 ２６７∗∗

（０􀆰 １１１）
－ ０􀆰 ９２５∗∗∗

（０􀆰 ３５３）
０􀆰 １３６

（０􀆰 １０５）
－ １􀆰 ３３３
（０􀆰 ９９７）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ＩＤ
０􀆰 ８２８∗∗∗

（０􀆰 １９５）
０􀆰 ８７８∗∗∗

（０􀆰 ２６６）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ＰＣ
０􀆰 ６５７∗∗∗

（０􀆰 ２３３）
０􀆰 ８８３

（０􀆰 ６１４）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ＡＳ
１􀆰 ２９２∗∗∗

（０􀆰 ４７６）
１􀆰 ３１６

（２􀆰 ５９８）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ＲＳ
－ ０􀆰 ７２５
（０􀆰 ８９４）

１􀆰 ２８０
（２􀆰 ２１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Ｆ ４０􀆰 ３８１∗∗∗ ２１􀆰 ５１０∗∗∗ ４０􀆰 １５１∗∗∗ ２７􀆰 ８９６∗∗∗

Ｒ２ ０􀆰 ２８１ ０􀆰 ２８８ ０􀆰 ２７９ ０􀆰 ２８０

　 　 注：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为采用独资方式的子公司的数量；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为采用合资方式的子公司

的数量；∗、∗∗、∗∗∗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Ｄ⁃Ｋ 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国际化动机的异质性

根据子公司的经营范围，本研究将企业的国际化动机分为技术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市场寻求

型以及综合服务型四类。 技术寻求型主要是以获取先进技术为目的；效率寻求型是指在以降低生

产成本为目的生产、加工以及制造类的国际化；市场寻求型是以开拓东道国市场为主要目的；综合

服务型主要是指与贸易销售和研发无关的国际化。
表 ９ 显示了基于不同动机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从主效应来看，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的系数均为正，说明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企业的国际化都能改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 从影响程度来看，以技术寻求为动

机的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以效率寻求为动机的国际化次之，市场寻求

型国际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综合服务型国际化的影响并不明显。 以接近和获取先进的技术等战

略性资源为目的的国际化主要流向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注度普遍较高；
同时，在这些国家，中国企业常常被污名化，因此迫切渴望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消除外界疑虑。 效率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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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型国际化主要从事生产、加工、制造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当地化程度较高，来自东道国利益相关方的

压力也相应较高。 相比之下，市场寻求型和综合服务型国际化只是在东道国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一
方面，不需要高额的承诺性投资，资源暴露风险较低；另一方面，不涉及生产加工，不需要大量雇佣当

地工人，与东道国市场联系程度较低（周茂等，２０１５） ［６０］，因此提高社会责任水平的动力相对较弱。
制度逆差的调节效应在不同国际化动机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企业

对于国家之间制度差异均比较敏感。 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在技术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市场寻求

型国际化组显著为正，但在综合服务型国际化组并不显著，说明政治关联对于以提供服务为目的的

国际化企业影响相对较小。 此外，未吸收冗余资源的调节效应，对于效率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国际

化的影响比较明显，而不易被重新转化利用的已吸收冗余资源很难为综合服务型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提供支持。
表 ９ 国际化动机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技术寻求型 效率寻求型 市场寻求型 服务型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０􀆰 ３７０∗∗

（０􀆰 １６９）
－ １􀆰 ７７３∗∗∗

（０􀆰 ５６１）
０􀆰 ２８７∗∗

（０􀆰 １１４）
－ １􀆰 ４１１∗∗

（０􀆰 ６５１）
０􀆰 １４０∗∗

（０􀆰 ０６９）
－ ０􀆰 ９５６∗∗∗

（０􀆰 ２９３）
０􀆰 １５１

（０􀆰 １６９）
－ ０􀆰 ４５２
（０􀆰 ７０４）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ＩＤ
０􀆰 ８６７∗∗∗

（０􀆰 ２１５）
０􀆰 ６７０∗∗

（０􀆰 ３３８）
０􀆰 ５６８∗∗∗

（０􀆰 １１５）
０􀆰 ８７６∗∗∗

（０􀆰 ２６８）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ＰＣ
１􀆰 ５６１∗∗∗

（０􀆰 ４８６）
０􀆰 ７２７∗∗∗

（０􀆰 ２６１）
０􀆰 ６０２∗∗∗

（０􀆰 １８９）
０􀆰 ３３５

（０􀆰 ５７５）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ＡＳ
２􀆰 ７１７

（１􀆰 ９６０）
３􀆰 ８１９∗∗∗

（１􀆰 ０４８）
１􀆰 ８２４∗∗∗

（０􀆰 ４２９）
０􀆰 １９１

（１􀆰 ５７１）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 ＲＳ
－ ２􀆰 ０８０
（２􀆰 ２５３）

０􀆰 ５５５
（２􀆰 ２９９）

－ ０􀆰 ９４１
（０􀆰 ８３０）

－ ３􀆰 １７４∗∗

（１􀆰 ５２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Ｆ ３８􀆰 ２９１∗∗∗ ５１􀆰 １８１∗∗∗ ４０􀆰 ３５８∗∗∗ ６６􀆰 ０８１∗∗∗ ３９􀆰 ２２８∗∗∗ ３０􀆰 ９８２∗∗∗ ３９􀆰 ７０４∗∗∗ ２２７􀆰 ２９２∗∗∗

Ｒ２ ０􀆰 ２８０ ０􀆰 ２８４ ０􀆰 ２８０ ０􀆰 ２８２ ０􀆰 ２８０ ０􀆰 ２８６ ０􀆰 ２７９ ０􀆰 ２８０

　 　 注：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自变量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为以技术寻求为动机的子公司的数量；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自变量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为以效

率寻求为动机的子公司的数量；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的自变量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为以市场寻求为动机的子公司的数量；模型 ７ 和模型 ８ 的自

变量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为国际化动机为服务的子公司的数量；∗、∗∗、∗∗∗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Ｄ⁃Ｋ 稳健标

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国际化对不同类型社会责任的影响

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公
益责任等多个方面，本文接着考察国际化对不同类型社会责任的影响。

表 １０ 模型 １ ～模型 ５ 显示了基于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各模型中，处理组的平均

处理效应（ＡＴＥＴ）均显著为正，表明国际化决策对于各种类型的社会责任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其

中，国际化决策对于股东责任的影响更大，接下来依次是客户责任、环境责任和员工责任，而对于公

益责任的影响最小。
从模型 ６ ～模型 １０ 的结果可以看到，随着国际化的深入，企业的股东责任、员工责任、客户责

任、环境责任等改善显著，但是公益责任却明显弱化（β ＝ － ０􀆰 ０３０，ｐ ＜ ０􀆰 ０１）。 这是一个令人感兴

趣的发现。 对此可能的解释如下：第一，在国际化的初始阶段，跨国公司将慈善捐赠作为一种非市

场化策略，通过“做好事”来消除负面的身份印记，减少跨国公司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障碍，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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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的认同。 但是，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市场空间扩大，获得资源的渠道丰富，经营重心也从

国内逐渐转向国外，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公司的身份意识持续增强，这使得企

业更加注重满足海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因此通过捐赠来迎合国内利益相关者的动机相应降低

（Ｌｉｕ 等，２０１８） ［２６］。 第二，与对股东、员工、客户和环境的责任相比，捐赠带有功利性和象征性的色

彩。 在我国，企业的公益捐赠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政府常常扮演着“劝募者”的角色，有时甚至采

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企业参与捐赠（张敏等，２０１３） ［６１］；与此同时，政府掌握着诸多关键资源，企
业也希望通过捐赠为“政府分忧”换取政府手中的资源（Ｓｕ 和 Ｈｅ，２０１０） ［６２］。 张建君（２０１３） ［１０］ 对

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捐款不仅仅是一种营销工具，同时还是管理者顺从政府号召、
维系政商关系的结果。 第三，近年来爆发的一系列“诈捐门”“骗捐门”丑闻，折射出我国捐赠管理

制度不完善的缺陷，使得企业对于慈善捐赠提升自身声誉和价值的效果存在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企业进行公益捐赠的意愿。
表 １０ 不同类型社会责任的差异性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Ａ：内生处理模型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股东责任 员工责任 客户责任 环境责任 公益责任

Ｉ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３􀆰 ７８７∗∗∗

（０􀆰 ６９９）
１􀆰 ５４７∗∗∗

（０􀆰 ２８７）
１􀆰 ５９８∗∗∗

（０􀆰 ４５６）
１􀆰 ５６８∗∗∗

（０􀆰 ４９０）
０􀆰 ６５０∗∗

（０􀆰 ３１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７５１０ ７５１０ ７５１０ ７５１０ ７５１０

Ｐａｎｅｌ Ｂ：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

变量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股东责任 员工责任 客户责任 环境责任 公益责任

ＩＮＴ＿ｄｅｇｒｅｅ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０∗∗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３７７９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Ｄ⁃Ｋ 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七、 结论与讨论

１．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国际化影

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机制，检验了实际效果，并进行了边界条件和异质性分析。 研究发现：第一，
国际化显著提高了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并且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提升效果愈加明显。 第

二，制度逆差、政治关联和未吸收的冗余资源增强了国际化对社会绩效的提升效应，而已吸收的冗

余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国际化对于社会绩效的正向作用。 第三，企业国际化的社会责任绩效

因不同的进入模式、投资动机呈现出异质性；国际化对不同类型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差异。 独资进

入模式下的国际化更有利于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技术寻求型国际化对社会责任承担水平的促进

作用更为明显；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跨国公司将更加注重非公益类社会责任的增进。
２．研究贡献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拓展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前置因素的研究，弥
３４

２０２０ 年 第 ９ 期



补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国际化的社会效益的不足。 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而言，很少有研究

关注到国际化这一战略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同时，有关国际化的母国效应的研究也主要聚焦在经营

绩效、生产率、技术溢出等经济效应上，很少讨论国际化带来的其他效应。 本研究将国际化决策纳

入到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分析框架中，建立起国际化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因果联系，为
评价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综合效应积累了证据。 说明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活动，中国跨国公司不

仅能够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经济绩效，同时还会强化企业的责任意识，提升社会绩效。
如果国际化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实践能够产生示范效应被其他企业所效仿，势必会改善我国

企业整体的社会责任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走出去”战略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和广泛的。
第二，将社会身份理论与跨国公司经营理论相融合，扩大了社会身份认同理论的应用范围，为

考察国际化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注入了新视角。 本文认为，新兴市场跨国公司身份意识的改变既是

主动所为，也有被动成分。 一方面，实施国际化战略后的跨国企业，由于先天携带的母国制度不完

善的烙印，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组织战略与组织身份不匹配的问题，这促使跨国公司不得不提高社

会责任表现，以弥补新兴者劣势；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企业希望通过国际化实现技术赶超和能力跃

升，国际化引起的身份转变带来了社会认知和偏好的改变（Ｃｈｅｎ 和 Ｌｉ，２００９［１５］；Ｅｄｍａｎ，２０１６［３９］ ），
激励它们向高水平企业看齐，做出积极改变。 Ｒａｖａｓｉ 等（２０２０） ［６３］ 指出，战略和组织身份之间的失

调会激励企业进行策略调整以确保两者的匹配，本研究构建了“国际化→身份转变→社会认同不

足→履行社会责任→克服新兴者劣势”的逻辑链条，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上述观点。
第三，丰富和补充了合法性理论的相关研究，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克服新兴者劣势、获得合法性提

供了新途径。 作为一种“许可证”，合法性是指企业被利益相关者认可和接受的程度。 合法性挑战渗

透于企业国际化的各个阶段，先前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获得合法性的手段，例如选择与母国文化和制度

接近的东道国、采用适宜的进入模式、利用政府政策支持、积累内向国际化经验等（Ｚｈｏｕ 和 Ｇｕｉｌｌｅｎ，
２０１６［６４］；吴冰等，２０１８［６５］；潘镇和金中坤，２０１５［６６］ ），但这些方法多适用于国际化的进入和初始阶段。
事实上，许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失败，并非由于进入时不具备合法性，而是进入后合法性缺失。 本研

究说明，中国企业并不是由于“负责任”而“走出去”，而是因为“走出去”而“负责任”，履行社会责任是

来自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事后合法性的一种策略。 这意味着，即使进入时的合法性不足，企业也

可以通过践行社会责任，赢得海外利益相关者的认同，获得和维持进入后的合法性。 本研究揭示了履

行社会责任是新兴国家跨国公司获得事后合法性的一种策略，对合法性理论进行了深化。
第四，分别从动机、威胁和能力三个方面考察了国际化与社会责任关系的强弱变化，拓展了对

企业国际化母国效应边界条件的相关研究。 具体而言，制度逆差强化了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

动机，对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起到了“拉”的作用，政治关联增加了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面临的威胁

和挑战，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迫切地需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减弱身份认同不足问题，消除全球利

益相关者的偏见，是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助推器”。 本文的结论也表明政治关联作为影响企

业决策的社会资源有着双面性（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６） ［４８］，在赋予企业某些权力使其在母国享有高度合

法性的同时，也会使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面临极大劣势。 此外，跨国公司需要拥有充足的资源为履

行社会责任提供必要的支持，本文同时考虑了不同类型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提供了冗余资源“双
刃剑”功能的证据。 一方面，具有高流动性和灵活性的未吸收的冗余资源能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撑；另一方面，已经被企业吸收并有既定用途的冗余资源可能会造成沉没成本的

增加而带来不利影响（Ｔａｎ 和 Ｐｅｎｇ，２００３） ［５３］。
最后，揭示了国际化战略的差异性效果，为理解企业非市场策略动因和行为进行了有益探索。

独资模式下，企业国际化对社会责任有着更为积极的影响，政治关联和未吸收的冗余资源的调节作

用也更加明显；不同投资动机的国际化均能改善企业社会责任，但影响程度不同，说明国际化与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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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关系强度与进入模式和投资动机密切相关。 同时对于社会责任各个细分维度的分析表明，随
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减少了公益性社会责任的支出，而提高了对股东、环境责任、客户和员工

责任的履行。 有研究指出，合法性压力可能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和实际履行的 “脱钩”
（Ｔａｓｈｍａｎ 等，２０１９） ［６７］。 由于我国企业的公益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工具性和功利性，公益责任

的减弱反而说明国际化带来的更多的是社会责任履行中的“言行一致”，因此本研究没有发现支持

“脱钩”假说的直接证据。 当然，这还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的验证。
３．管理启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跨国公司的管理实践具有指导价值。 首先，本研究发现国际化推进了

企业社会责任的改善。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产生正的外部性，同时也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

来源之一。 因此，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保持高度敏感，深入洞察并快速响应来源不同的利益相关

方的要求，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注重社会责任的携手并进。 其次，本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作为影

响企业决策的社会资源有着双面性，既能赋予企业很高的母国合法性，也会使企业在海外市场面临

极大劣势，因此企业应处理好政商关系，善用而不滥用，尽可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再次，本研究发

现制度逆差是影响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此，管理者应重视我国和其他国家文化

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增加对东道国环境及其变化动态的了解，适时采用合适的社会责任策略。 最

后，决策者应注意区分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根据自身特征以及外部环境动态权变地配置资源，尽
可能实现冗余资源的协同效应，比如，对于以追求效率和开拓市场为目的的跨国企业而言，应注重未

吸收冗余资源的储备，而以服务为动机的跨国企业同时也要警惕已吸收冗余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存在着一些有待拓展和深化的地方。 其一，根据本文的逻辑，身份认同不足是国际化影

响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的中间变量，但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并没有对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

之间的连接机制展开直接检验，今后可以通过问卷、访谈等获取一手数据，测量并检验身份转变、意
识观念转变等的中介效应。 其二，Ｓｔｒｉｋｅ 等（２００６） ［２１］ 指出，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缺失（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ＳＩＲ）是两个不同的构念，企业可能同时负责任（做好事）和不负责任（做坏

事），接下来可就国际化与社会责任缺失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 其三，本文主要从母国的角度分析

了国际化的社会责任效应，但是我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如何，是“顺应潮流”，还是

“入乡随俗”抑或“我行我素”？ 这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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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６，４７，（６）：６７４ － ６９４．

［４０］ Ｆｉａｓｃｈｉ，Ｄ． ，Ｅ． Ｇｉｕｌｉａｎｉ，ａｎｄ Ｆ． Ｎｉｅｒｉ．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Ｎｏ⁃ｈａｒｍ：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ｉｒｍ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ｙ Ｇｏ Ｇｌｏｂａ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７，５２，（４）：５４６ － ５６３．

［４１］徐二明，郑平． 国际化经营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Ｊ］ ． 北京：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０６，（３）：５４ － ５７．
［４２］Ｋａｎｇ，Ｊ．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３，３４，（１）：９４ － １０９．
［４３］Ｗａｎｇ，Ｓ． Ｌ． ，ａｎｄ Ｄ． Ｌｉ．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９，５０，（８）：１２８３ － １３０９．
［４４］Ｍａｒａｎｏ，Ｖ． ，Ｐ． Ｔａｓｈｍａｎ，ａｎｄ Ｔ． Ｋｏｓｔｏｖａ． Ｅｓｃ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Ｃａｇ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ＣＳＲ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７，４８，（３）：３８６ － ４０８．
［４５］Ｓｃｏｔｔ，Ｗ． 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Ｍ］．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８．
［４６］Ｌｉ，Ｊ． ，Ｊ． Ｘｉａ，Ｄ． Ｓｈａｐｉｒｏ，ａｎｄ Ｚ． Ｌ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Ｅｓ：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ｏｍｅ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８，５３，（５）：６４１ － ６５２．
［４７］杜晓君，杨勃，齐朝顺，肖晨浩． 外来者劣势的克服机制：组织身份变革———基于联想和中远的探索性案例研究［Ｊ］ ．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５，（１２）：１３０ － １４５．
［４８］Ｚｈａｎｇ，Ｊ． ，Ｃ． Ｍａｒｑｕｉｓ，ａｎｄ Ｋ． Ｑｉａｏ． Ｄ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ｕｆｆｅｒ Ｆｉ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ｏｒ Ｂｉ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７，（５）：１３０７ － １３２４．
［４９］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ＩＩＩ，Ｌ． Ｊ．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ｌａｃｋ［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１，６，（１）：２９ － ３９．
［５０］Ｖｏｓｓ，Ｇ． Ｂ． ，Ｄ． Ｓｉｒｄｅｓｈｍｕｋｈ，ａｎｄ Ｚ． Ｇ． Ｖｏｓ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ｌａｃ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８，５１，（１）：１４７ － １６４．
［５１］Ｘｕ，Ｅ． ，Ｈ． Ｙａｎｇ，Ｊ． Ｍ． Ｑｕａｎ，ａｎｄ Ｙ． Ｌｕ．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ｒｍｓ［Ｊ］ ．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３２，（１）：１８１ － １９８．
［５２］Ｓｃｈｕｌｅｒ，Ｄ． Ａ． ，ａｎｄ Ｍ．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３１，（３）：５４０ － ５５８．
［５３］Ｔａｎ，Ｊ． ，ａｎｄ Ｍ． Ｗ． Ｐｅ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ｗ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３，２４，（１３）：１２４９ － １２６３．
［５４］肖红军，李井林． 责任铁律的动态检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样本的经验证据［Ｊ］． 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１８，（７）：１１４ －１３５．
［５５］刘柏，卢家锐． “顺应潮流”还是“投机取巧”：企业社会责任的传染机制研究［Ｊ］． 天津：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１８，（４）：１８２ －１９４．
［５６］Ｃｈｅｎ，Ｃ． Ｊ． ，Ｚ． Ｌｉ，Ｘ． Ｓｕ，ａｎｄ Ｚ． Ｓｕｎ． 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ｒｍ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１，１７，（２）：２２９ － ２４３．
［５７］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Ｊ． Ｍ．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２ｎｄ ｅｄ［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５８］Ｍｕｓｔｅｅｎ，Ｍ． ，Ｄ． Ｋ． Ｄａｔｔａ，ａｎｄ Ｐ．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ＥＯ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４０，（２）：３２１ － ３３８．
［５９］ Ｄｉｋｏｖａ，Ｄ． ，ａｎｄ Ａ． Ｖａｎ Ｗｉｔｔｅｌｏｏｓｔｕｉｊ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７，３８，（６）：１０１３ － １０３３．
［６０］周茂，陆毅，陈丽丽． 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Ｊ］ ． 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１５，

（１１）：７０ － ８６．
［６１］张敏，马黎珺，张雯． 企业慈善捐赠的政企纽带效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Ｊ］ ． 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１３，（７）：

１６３ － １７１．
［６２］Ｓｕ，Ｊ． ，ａｎｄ Ｊ． Ｈｅ． Ｄｏｅ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Ｌｅａｄ ｔｏ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０，

９３，（１）：７３ － ９０．
［６３］Ｒａｖａｓｉ，Ｄ． ，Ｍ． Ｔｒｉｐｓａｓ，ａｎｄ Ａ． Ｌａｎｇｌｅ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Ｎｅｘｕｓ［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１８，（１）：５ － １９．
［６４ ］ Ｚｈｏｕ， Ｎ． ， ａｎｄ Ｍ． Ｆ． Ｇｕｉｌｌｅ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ｅｓ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Ｊ］ ．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６，６，（４）：３０９ － ３２９．
［６５］吴冰，阎海峰，杜子琳． 外来者劣势：理论拓展与实证分析［Ｊ］ ． 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１８，（６）：１１０ － １２６．
［６６］潘镇，金中坤．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Ｊ］ ． 北京：财贸经济，２０１５，（６）：８５ － ９７．
［６７］Ｔａｓｈｍａｎ，Ｐ． ，Ｖ． Ｍａｒａｎｏ，ａｎｄ Ｔ． Ｋｏｓｔｏｖａ．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ｌｋ ｏｒ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ｌｋ？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９，５０，（２）：１５３ －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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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Ｎ Ｚｈｅｎ１，ＹＡＮＧ Ｌｉｕ１，ＹＩＮ Ｈｕａ⁃ｆａｎｇ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ｕｒｇｅｏｎ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ｍｏ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ＭＮＥｓ） ｄｏ ｎｏ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ｒ ｆｉ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ｔｈｅｙ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 ｗａｙ ｔｏ ｃｉｒｃｕｍｖｅ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ｒ ａ 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ａｒｄ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ｒａ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ＭＮＥ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ｄ
ｌｅａｐｆｒｏｇｇ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ｈ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Ｙｅｔ ａ ｌａｒｇ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ｂｕｔ ｉｔ􀆳ｓ ｗｏｒｔｈ 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ｐｒｉ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ＳＲ）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ｏｐｅ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ｐｌ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Ｓ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ｇａｐ ｉ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Ｍ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ＳＲ．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ｕｐ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ｎｅｓｓ （ ＬＯ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ｓｔ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 ＣＭＮ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ＬＯＥ，ＣＭＮＥｓ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 ＣＳ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ｇ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ｆｒｏｍ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ＳＲ，
ａｎｄ ｕｎ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ｓｌａｃｋ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ｓｌａｃｋ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Ｓ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８，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ａ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ｃｈｅｃｋ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ｗｈｏｌｌｙ⁃ｏｗｎｅ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ＳＲ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ｅｋｉｎｇ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Ｓ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ｏ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ＣＭＮＥｓ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ＣＳ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ｌｅ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ａ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ｏｆ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Ｅ”，ａｓ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ＳＲ． Ｔｈｉｒｄ，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ＳＲ ｉ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ｅｘ ｐｏｓ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ｗｈｉｃｈ ｄｅｅｐｅｎ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ｇａｉｎ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ｕｒｔｈ，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ｅｎｃｅ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ｉｆｔｈ，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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